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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常态化下的工作家庭研究该如何开展？ 
克力比奴尔·阿地利江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200030） 

摘要：工作和家庭对于个体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领域，如何平衡更是一项难题，远程办公作为一种缓解手段应运而生。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远程办公工作模式的使用再一次达到顶峰。虽然疫情散去，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但是远程办公却呈

现常态化特征，实现由工作福利到工作要求转变。在这种转变下，如何开展工作家庭相关的研究，本文提供了几种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远程办公，工作家庭，家庭友好政策 

 

工作和家庭对于个体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领域。更激

烈的社会竞争、更高的工作要求、更高的绩效目标不断的要求个

体创造出更大的工作价值，但是人的时间和精力不是无限的，对

一方面的过度投入势必会减少个体对另一方面的投入不足，就造

成了“忠孝难两全”的局面。作为一种缓解冲突的手段，远程办

公等弹性工作制应运而生。学界对“远程办公”的态度呈两极分

化状态，一些学者认为“远程办公”能够帮助员工同时兼顾工作

和家庭的需求，进而降低工作家庭冲突发生的可能性（Rau & 

Hyland, 2002）[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远程办公”会导致工作与

家 庭 过 多 的 彼 此 渗 透 ， 可 能 会 带 来 更 大 的 工 作 家 庭 冲 突

（Guimaraes，1999）[2]。尽管学界对此褒贬不一，依旧无法撼动

“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2020 年初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出于疫情防控及自身安全

需要，几乎国内所有的企业及员工都不得不被迫在家利用互联网

进行远程办公，远程办公在国内再一次掀起浪潮。随着国内疫情

的慢慢好转，我们可以发现，远程办公并不仅仅是疫情下顺应而

生的权宜之计，而是新型办公模式发展趋势的代表。伴随着后疫

情时代的来临，中央及各地方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3]。根据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四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指出，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中国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办

公活动的用户规模达到了 3.46 亿，占整体网民中的 34.9%。越来

越多的公司及企业建立起远程办公的工作机制[4]。远程办公模式

相较于传统的办公模式，有着显著的成本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内部分企业单位率先推出了“周中选择一天到两天进行远程办

公”及其类似工作模式，远程办公更多的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必

选项”，而非传统的“可选项”，由“工作福利”到“工作要求”

的转变迎来了其不同寻常的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远程办公在国内的崛起，常态化远程办公下的工作家庭

关系似乎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开展相应

研究，开展哪些方面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

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几点可行的研

究空白。 

第一，现有研究多将工作家庭问题狭隘的看做是个人、家庭、

组织层面的问题，忽略了工作家庭不平衡带来的社会性影响。社

会流动加速、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规模小型化及女性就业率提

高等社会背景下，工作和家庭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可获取资源的不

断减少大大增加了家庭照顾压力和工作家庭平衡的难度。老龄化

叠加超低生育率成为了工作家庭失衡下的新常态，缓解工作家庭

冲突虽不能当下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长远来看，必定会影响

国家和社会的人力支持、新一代的培养和人口素质等，间接影响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工作家庭冲突不仅成为了普遍性的社会问

题，更是需要引起国家层面关注的公共问题。 

第二，在解决策略上，现有研究多从心理学或组织人力资源

管理的角度出发，忽略了社会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如上所说，

工作家庭问题已经成为了单靠个体自身和家庭的有限资源无法

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企业等组织实施的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

其覆盖的人群有限且实施水平层次不齐，不足以解决普遍性的社

会问题，凸显了国家介入与政策工具支持的需求。找到工作家庭

关系依旧存在普适性的内核，突破个人经验的局限，总结和凝练

出规律性的模式，有助于推动政府对工作家庭关系更深层次的认

识，实施并完善相应的家庭友好实践。 

第三，不论是在工作家庭问题的相关研究，还是家庭友好实

践的相关研究中，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与中

介变量研究中，对调节变量的关注较为匮乏。在研究家庭友好实

践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直接作用之余，应当深入关注家庭友好实践

对工作家庭冲突的调节作用，尤其是不同种类政策工具调节效应

的差异，或者是不同种类政策工具组合调节效应的差异。 

第四，本土化研究方面，工作家庭相关研究多以国外样本为

主得出一定的理论结果，但是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国内外国情

与社会环境差异较大，国外样本基础上的理论是否与国内现状适

配，有待进一步研究；少部分以国内样本进行的研究基本以小范

围的某企业某组织为主进行，其普适性有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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